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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论 汝 颍 奇 士

杨 文 春

摘　 要：以“才策谋略”等为核心特质的汝颍奇士，在声名卓著于汉末曹魏时期时已具有地域性文化符号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汝颍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对后世文本中诸如“汝颍固多奇士”之
说，可按分类的方式具体辨析其差异：其一，仅是后世的追忆之说，与当时、当地之社会情态少有直接关联；其二，属
于附会之说，即后世的汝颍奇士与汉魏之际的汝颍奇士相比已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时空错位、奇士不奇、文武

殊途等方面。 追究不同历史时期汝颍奇士的嬗变过程，至少需要从地域社会变迁和历史记忆两个角度来分析。
关键词：汝颍奇士；地域社会；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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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有一段曹操与荀彧的对话：“先是时，
颍川戏志才，筹划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 太祖与

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 汝颍固多

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 召见，论天下事。 太

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目前可见，这是

“汝颍多奇士”之说首见于史籍，是汝颍奇士作为一

个集合名词首次出现。 与之直接相关或由其衍化而

来的还有“颍川多奇士” “汝南多奇士” “汝阴多奇

士”等。 秦汉以来，奇士一词常见于文献记载。 按

地域论，以燕赵奇士、汝颍奇士最为后世所熟知，甚
至具备了地域性文化符号的意义；①就时段而言，汉
魏之际是汝颍奇士作为地域性文化符号形成的关键

时期，在后世各类文本中，“汝颍多奇士”之说所体

现的历史记忆，几乎都要追溯于此。 今人对汉魏之

际“汝颍奇士”的关注，仍有讨论空间。 比如奇士之

“奇”具体（或曰核心特质）为何？ 诸家之说尚有分

歧②。 魏晋以后，诸如“汝颍固多奇士”之语常见于

各类文献，对此又该作何理解？ 是否可与汉魏之际

的汝颍奇士等同视之？ 细究之下，汝颍奇士一词的

指代对象、空间所在等连带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

可一概而论。 笔者拟结合汝颍两地社会文化之变

迁，侧重于历史记忆视角，通过较长时段（以汉魏至

唐宋时期为主）对此问题作一考察，略陈己见。

一、曹魏之前“汝颍”与“奇士”的界定

“汝颍”并称见于史籍，其指代主要有两种：一
是指汝水、颍水流域地区，包括今河南省周口、漯河、
驻马店、许昌和安徽省阜阳等地，大部分属淮河上

游；二是作为汝南郡、颍川郡两政区（同属东汉曹魏

时期的豫州）的合称或代称。③豫州是东汉曹魏时期

的文化兴盛之地，而汝南、颍川二郡更是名士荟

萃。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区设置变动繁复（尤其是

南北朝），作为南北对峙前沿的一部分，汝南、颍川

两地深受其影响，不过，汝南、颍川作为政区名称一

直得到保留。 隋大业三年 （ ６０７） 和唐天宝元年

（７４２）改州为郡，汝南、颍川继续成为该区正式的州

郡级政区名。 虽然无法对文献中所有汝颍奇士的所

处位置做出准确判定，但能肯定，在多数情况下并非

泛指汝水、颍水流域，而是专指自秦汉以来具有政区

意义的空间所在。 这一点在汝颍名士、汝颍奇士名

誉天下的东汉曹魏时期体现得最直接。
奇士一词的内涵并不固定， 时人对其界定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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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主观性。 大体而言，在德行、政治、军事、文
艺、医术、方术等方面具有超常的才智或技能，就可

能被称为该领域的“奇士”，甚至稍具才华、才能者

也会得到“奇士”之誉，故而不乏名不符实者。 《辞
源》即将“奇士”宽泛地解释为才能出众的人，并以

陈平为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

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陈）平乃去楚。”⑤这里

的奇士即指具有政治、军事等方面才能的人。 蒋济

说：“然则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异，定社稷

之事也。”⑥所谓“奇”与“异”，乃指在政治、军事谋

略等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从曹操“汝颍固多奇士”一语的字面意思推断，

汝颍奇士早已有之，且广为人知，甚至可以推测，汝
颍地区之于奇士已具有“地望”属性。 不过，在此之

前的传世文献中未见有汝颍奇士的相关记载。 如果

曹操之说成立，在此之前（尤其是东汉时期），汝颍

地区的哪一类人可被称为奇士呢？
颍川地区很早就以多奇士知名于世。 《汉书·

邹阳传》载齐人邹阳之语：“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

知，韩魏时有奇节。”⑦颍川正属于韩魏之地，袁宏

《后汉纪》恰好有一段关于颍川奇士的对话，可作为

对“韩魏时有奇节”之说的进一步注解。 据载，安帝

永初年间，京兆杜陵人朱宠任颍川太守，以正月岁首

宴赐群吏，问功曹吏郑凯：“闻贵郡山川多产奇士，
前贤往哲，可得闻乎？”答曰：“鄙郡炳嵩山之灵，受
中岳之精，是以圣贤龙蟠，俊乂凤集。 昔许由、巢父

耻受尧禅，洗耳河滨，重道轻帝，遁也高跱。 樊仲父

者，志洁心遐，耻饮山河之功，贱天下之重，抗节参

云。 公仪、许由，俱出阳城。 留侯张良，奇谋辅世，玄
算入微，济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

而不受，出于父城。 胡元安体曾参之至行，履乐正之

纯业，丧亲泣血，骨立形存，精诚洞于神明，雉兔集其

左右，出于颍阳。 彪义山英姿秀伟，逸才挺出，究孔

圣之房奥，存文武于将坠，文丽春华，辞蔚藻绩，出于

昆阳。 杜伯夷经学称于师门，政事熙于国朝，清身不

苟，有于陵之操，损己存公，有公仪之节，以荣华为尘

埃，以富贵为厚累，草庐蓬门，藜藿不供，出于定

陵。”⑧郑凯所说的这几位颍川奇士，不仅时间跨度

极长（从尧舜时代到东汉），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衡

量标准。 由此也可看出，这些奇士的核心特质（可
以理解为“奇节”）各不相同。

在东汉之前，颍川地区有“多产奇士”之名，汝

南地区未见有奇士之记载，这种不匹配的情况到了

东汉中后期才开始发生变化，其直接原因是汝南郡

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在东汉时期的迅速上升，以及

在此基础上汝南士人的崛起。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

域标识的集合名词，汝颍奇士和汝颍名士至此才有

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可能。
东汉一代，汝颍地区以盛出名士为世人所知。

顺帝（１２６—１４４ 年在位）以后，儒风不竞，士人兴趣

由学术转向政治，汝颍名士趁势而起，雄居士林之

首。⑨他们与宦官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莫不

有“澄清天下之志”⑩。 在斗争中产生的“三君”“八
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党锢核心人物中，汝颍

名士占据重要地位。 但名士并不直接等于奇士，在
此阶段，汝颍名士的奇士风范只能通过其卓然的政

治品格、尚名节的品行等方面来体现，如“言为士

则，行为世范”，“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风格秀

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等

人。若果真如此，不仅能解释为何魏晋时代对汝颍

地区存有“固多奇士”的历史记忆，也有了将汝颍奇

士的渊源追溯于该时期汝颍名士的可能性。 时至明

代后期，冯琦以东汉汝南汝阳袁安等人为例，有“汝
南故多奇士”之誉，此说不见于汉魏时期的文献。
冯琦可能对名士、奇士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故称袁

安为奇士。 不过，袁安是以政治才能和名节操守名

重一时，与活跃于汉末政治舞台上的汝颍名士多有

可比之处。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一并论赞之：
“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及

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

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 然犹绵绵不至

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
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

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

败。 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

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

归。”又有元人刘祁在司马光论赞基础上的精炼评

价：“及桓、灵之世，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厉，
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
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张俭之徒议

于野，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

畏忌。”以此观之，若依据后人对名士、奇士的模糊

界定（如冯琦），以及对袁安与东汉后期汝颍名士整

齐视之的评论（如司马光、刘祁），将其中一部分汉

０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末汝颍名士称为奇士亦不为过。 汉魏之际汝颍奇士

的名士渊源也由此可以解读出一二。
上文指出，依据现存东汉末年之前的史料，不见

关于汝颍奇士的直接记载，故而对该时期出现的

“汝颍固多奇士”一语之意涵，至少可做两种可能性

解读。 其一，“固多”一词可以理解为是曹操等后人

的过誉乃至虚指、附会之称，从历史记忆角度来看，
这属于常见现象。 不仅奇士，即使是名士，在汉魏时

期多有名不符实者，明确被誉为汝颍奇士者更是鲜

见。 其二，在东汉之前，“颍川奇士”为史籍所常见，
而“汝南奇士”则未见，所谓“汝颍”并称，实乃一虚

一实，即汝颍奇士名录里只有颍川奇士，与汝南无关

联。 汉末魏晋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叫法，可能是

受到东汉时期汝颍名士所享有的极高声誉的影响，
以至于模糊（忽略）了名士与奇士之间的界限。

自汉魏之际传布开来的汝颍名士、汝颍奇士，并
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士人共同体或曰同质化群

体，因为自先秦以来，汝南、颍川的地域文化差异一

直存在，没有因为秦汉以来的大一统而消弭。 两地

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差异，通过对比《史记·货殖列

传》《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即可明了。 东汉中后

期，虽然豫州汝、颍两地士人之间的联系因文化交流

和政治斗争而日趋紧密，汝颍并称由此具备了事

实依据，但并不必然表示其地域文化面貌可一体视

之。 事实上，二者地域文化的差异一直很明显，是故

当时陈群与孔融会就此而发生争辩，并直接促使

《汝颍优劣论》的产生。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汝颍奇士”内涵的蜕变

汉魏之际，天下纷争，曹操“唯才是举”，意欲

“任天下之智力”以平天下，在其周围集结的谋士

群体中，颍川士人占据重要地位，如荀彧、戏志才、荀
攸、荀悦、郭嘉等，“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
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 “程昱、
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不难

看出，这些奇士的核心特质是“才策谋略”，在曹操

的谋士阵营中，颍川奇士可谓独当一面，汝南士人则

因其政治取向等原因而鲜见踪迹。
刘劭撰《人物志》一书，专门辨析、品评人物，依

照不同的才性，将人物分为三类十二才，上述“才策

谋略”之奇士属于以谋术之才为核心特征的 “术

家”：“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

也。”其后刘劭进一步阐释：“术家之流，不能创制

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

意，陈平、韩安国是也。” “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
“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术谋之

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

良。”刘劭在这里特别指出“术家”的“计策之能”
主要体现在“遭变”“治难”之时，而汉魏之际的乱世

正当其时。 以此为参照，虽然奇士的范围、种类偏于

宽泛，但可将汝颍奇士之“奇”界定在善谋略的政

治、军事才能方面，属乱世之才，其核心特质已非此

前“党争”时代的“尚名节”之类。 今人言及汝颍奇

士，常将其纳入名士群体一并讨论，较少注意两者的

不同。 或可说，“才策谋略”的“奇士”们，是在尚名

节的汝颍名（奇）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之时继之而

起，并延续了汝颍士人自东汉以来扮演重要政治角

色的传统，将这一嬗变过程理解为名士的奇士化亦

未尝不可。 若仅就汉魏之际奇士的基本特征而言，
前揭诸人之中以卫广来和张宪光的界定较为接近，
但二人或忽略或割裂了汉魏之际汝颍奇士在东汉党

锢时期的名士渊源。盖因汝颍奇士之名在汉魏之

际最为显著，以致后世多记住了“汝颍”与“奇士”的
固定组合形式，而忽略了“奇士”一词在特定时空

（汉魏之际）所具有的核心特质。
有人针对性指出：“根据社会潮流、政治环境的

变动，汝颍地区士人在不同时期在才能和品行方面

呈现出不同的偏重点和突出面。”汉末魏初一部分

汝颍名士的“奇士”化，既可视为其继由学术转向政

治之后，汝颍名士风范的二次转化，也是东汉名士群

体在汉末政治、社会大变动之下发生蜕变的结果之

一。故当时张彦真“汝颍巧辩，恐不及青徐儒雅

也”之说不足为怪。 已有多人指出汝颍奇士在这

一时期名不符实，主要因为出自汝南郡的奇士不仅

在数量上远少于出自颍川郡者，还在于这一群体正

快速地走向沉寂。 颍川因曹操“都许”之举，其政

治、文化地位尚能维系一时，本地士人故能得到进

用，以致汝颍奇士有被“颍川奇士”取代之势。 在

短祚之西晋，汝南士人尚能得到源自汉魏之自然延

续；在南北对峙时代，汝南郡因长期处于战争前沿阵

地，其经济、文化与社会难以摆脱持续衰退和动乱之

局面。 汝南士人的沉寂，昭示汝南郡自两汉以来，尤
其是在东汉一代形成的政治、文化重心地位已逐渐

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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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因“永嘉之乱”再遭劫难后，颍川士人也开

始走向萧条，但仍略胜于汝南士人。 《晋书》载：“庾
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汝颍之多奇士，斯焉取

斯。”“清德”该做如何理解？ 日本学者上田早苗

强调该时期的“清”是一种在野的生活方式，魏晋以

后的贵族制度及贵族文化都以 “清” 作为基本要

义。《晋书·庾峻传》借魏散骑常侍苏林之口赞誉

庾峻一族：“尊祖高才而性退让，慈和汎爱，清静寡

欲，不营当世，惟修德行而已。”结合相关记载，或
由此可知，“清德”乃是对“清静寡欲” “惟修德行”
等道德品行、生活方式的概括。 时人刘劭的《人物

志》对“清节”的界定也有助于理解“清德”：“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 “夫清节之

业，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
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
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 其为业也，无弊而常

显，故为世之所贵。”作为清节之业的主要特征，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与“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所
表达的意思无异，是对内（德行）、外（容止、仪容）两
个层面的要求。 可见，此时以“清德”为“奇”的所谓

汝颍奇士，与汉魏之际大不相同，后世比附二者，有
牵强之嫌。类似的还有在西晋重振“雅道旧风”的
汝南安城人周顗。 “司徒掾同郡贲嵩有清操，见顗，
叹曰：‘汝颍固多奇士！ 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

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广陵戴若思东南之

美，举秀才，入洛，素闻顗名，往候之，终坐而出，不敢

显其才辩。 顗从弟穆亦有美誉，欲陵折顗，顗陶然弗

与之校，于是人士益宗附之。 州郡辟命皆不就。”

周顗所振起之旧风指雅道，主要体现在德业、节义、
品行等方面，与称誉庾氏一族的清德有共通之处。
显而易见，有雅道旧风的周顗被称为“奇士”不同于

汉魏之际“才策谋略”的汝颍奇士。 《世说新语》引
《晋阳秋》亦有相同记载：“（周）顗有风流才气，少知

名，正体嶷然，侪辈不敢媟也。 汝南贲泰渊通清操之

士，尝叹曰：‘汝颍固多贤士，自顷陵迟，雅道殆衰，
今复见周伯仁。 伯仁将祛旧风，清我邦族矣。’”

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一字之差，即《晋书》 “汝颍固多

奇士”一语在《晋阳秋》中是“汝颍固多贤士”。 以

“风流才气”“正体嶷然”“清德”“雅道”等为基本特

征的“贤士”较为接近“名士”之内涵，称誉以“清
德”等显名的周顗为“贤士”比“奇士”更为合适。
他们不仅与东汉后期有突出政治作为或“奇节”风

范的名士不同，更不属于最广为人知、在汉魏风云际

会之际“才策谋略”的汝颍奇士一类。 由汝颍固多

“奇士”变成汝颍固多“贤士”，或许也宣告了真正

“汝颍奇士时代”的结束。 尔后北方再次陷入长期

战乱，汝颍地区成为“蛮” “亡命” “流民”等社会边

缘势力的聚集区。其地域社会环境、文化面貌与两

汉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片乱世的土壤里很

难再有如昔日应时而起之奇士。 时至后秦，从羌人

雄主姚兴（３６６—４１６ 年） “古人有言”，“汝颍多奇

士”的话语中，隐约能感受到后人对汝颍奇士已成

为过去的追忆。 易言之，后世所见之汝颍奇士，或是

追忆，或是附会，不仅不能径直与汉魏之际等同视

之，还日益模糊了汝颍的空间所在和奇士的核心

特质。

三、唐宋时期“汝颍”与“奇士”的变异

由汉末开始持续数百年的社会大动乱，处于南

北战争前沿地带的汝颍地区的社会经济长期遭受破

坏，曾经作为文化发达表征的士人群体难觅踪迹。
汝颍奇士成为后世追念的地域性符号。 以两方隋代

墓志为例：“公讳威，字永兴，河南洛阳人也。”“公禀

秀降生，含章挺出。 峰仞孤竦，气调不群。 幽并少

年，遥推游侠；汝颍人物，远谢多奇。”“君讳叔明，字
慈尚，吴兴长城人也。” “源与颍川同”，“汝颍人物，
许洛名流。 世蕴奇伟，时标秀杰”。汝颍人物“远
谢多奇”“世蕴奇伟”等语，既是牵强附会地溢美于

墓志主，也包含了一层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性色彩。
到了唐宋时代，汝颍奇士已是夹杂着错位与变异的

地域性文化符号，常常可见奇士不“奇”、此“汝颍

（州）”非彼“汝颍（川）”等情况。 以《唐故史（待宾）
府君墓志铭》为例：“其后又授（史待宾）颍州汝阴县

令。 汝颍多奇，人吏尚谲。 公大敷善诱，潜察奸讹，
赏罚既明，比户咸若，州课第一，县异有三，字人如

子，系公是赖。”唐宋时期的颍州在两汉时属汝南

郡，西晋泰始年间将其分置为汝阴郡 （今安徽阜

阳），即后来的颍州。 “汝颍”之颍川郡，于“（东魏）
天平初置颍州，治长社城（今河南长葛东），武定七

年（５４９）改治颍阴城”，时属郑州，隋唐时称许州，
一度改称颍川郡，未曾复名颍州。 上引《唐故史府

君墓志铭》中“汝颍多奇”之“颍”乃指颍州（今安徽

阜阳），而非时称许州的颍川（今河南许昌）。 欧阳

修知颍州时，苏辙献诗誉曰：“公居颍水上，德与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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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汝颍亦多士，后来非老成。”又如略早之

王臻：“颍州汝阴人。 始就学，能文辞。 曾致尧知寿

州，有时名。 臻以文数十篇往见，致尧览之，叹曰：
‘颍汝固多奇士。’”汉魏时期的“汝颍”分指汝南

郡和颍川郡，而以上三例“汝颍”乃是汝南郡（其时

应称豫州或蔡州）与颍州（今安徽阜阳）之合称。 不

过，北宋时的颍州也是一个文化重地，“自庆历以

来，贤士大夫往往经营其处，以为闲燕之地”。 在

后世地方文献所见“古称汝阴多奇士”之“古”，乃
指汉魏之际而非北宋。 唐宋时期的汝阴郡（颍州）
属于东汉汝南郡的政区范围，此“汝阴多奇士”乃由

“汝颍多奇士”衍生而来。 地域社会的文化符号是

历史层累造就的产物，未必会受到行政区划人为分

割的影响。 后人对此地域相关人物誉之以“汝颍奇

士”或“汝阴奇士”，虽有附会之嫌或牵强之处，也在

情理之中。
在隋唐时期稍显落寞的颍川郡（许州），到了北

宋，文化名气颇大，文人贤士众多，并形成了地域性

文人集团，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在同时

期的蔡州，朝廷或是批准立学，或是赐学田，规模越

来越大。 教育事业得到重视的直接结果是科举士人

数量的增多。 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岳飞班师蔡州，“有
进士数百辈”，“岔集于庭”。因临近全国文化中心

东京，北宋蔡州、颍州和许州的文化地位有所复兴。
这一时期，既有蔡州（汝南郡）与颍州的搭配，也有

颍川郡（许州）与北宋文化中心之一西京洛阳的组

合，乃有“许洛之间，极多奇士”等语。 可见，“汝
颍”的空间所在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在汉魏之际汝、颍两地的奇士中，汝南郡奇士在

数量上处于相对少数。 在目前可见、已发生蜕变的

数例唐宋时代“汝颍奇士”中，或是来自颍川郡，或
是出自颍州，仍鲜有出自汝南郡者。在隋唐一统时

代，全国文化中心重新稳定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其紧

邻之地蔡州却未能复起。 与东汉时汝南郡的文化重

心地位相比，两者有天壤之别。 唐代汝南郡文化之

落后与士人之凋敝，由两《唐书》本籍士人列传之少

可见一斑。任华《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
一文可能是对汝南奇士被遗忘、被错位的最好注解：
“华州、汝州，两京股肱郡也。”“汝颍自古颇多奇士，
荀陈令族，岂无子孙？ 君其善待之，无忘推迁。”其

一，任华以“荀陈令族” 来例证“汝颍自古颇多奇

士”，但荀氏、陈氏皆出自颍川，与汝南无关。 其二，

因汝州毗邻许州，疑任华所谓“汝颍”之“汝”并非汝

南，而是将其错位于汝州。 若是如此，则时人任华对

汝颍奇士在地理空间上的认知，与汉魏之际相比较，
已出现明显偏差。 从行政区划上看，唐代汝州之境

的大部分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与汝南、颍川二郡几无

关联。
前文指出，汝颍奇士的本原是指乱世之才，他们

活跃于汉末曹魏时期，后人不仅记住了这个时代的

印记，为与之契合者贴上汝颍奇士的标签，还试图对

此历史现象给出相应的解释。 如唐末乱世时，“山
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骁勇，屡召之，
建惧，不往。 前龙州司仓周庠说建曰：‘唐祚将终，
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 公勇

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 然葭萌四战

之地，难以久安。 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

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不战而擒

也。’建从之。 部将张虔裕说建曰：‘公承天子微弱，
专据方州，若唐室复兴，公无种矣。 宜遣使奉表天

子，杖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部将綦毋谏复说建

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 建从之。 庠、虔裕、谏，皆
许州人也。”胡三省随后解读到：“汝颍多奇士，自古

然也。 史言英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以

善军事谋略为特征的谋士是奇士群体中常见的一

类，“在唐尤多”。 宋人洪迈专论之：“天下未尝无魁

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
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史传所书，尚可考也。”“后世

至不可胜纪，在唐尤多。”关于奇士出现的时代背

景，胡三省、洪迈所言无异。 天下离乱之际，必不乏

“魁奇智略之士”。 从上引《资治通鉴》文可知，胡三

省将来自许州的周庠、张虔裕、綦毋谏三人附誉为汝

颍奇士，主要是基于他们能够给王建出谋划策。 他

们与汉末魏初同属乱世之才的汝颍奇士虽有相似之

处，不同之处也很显著，即汉末魏初者可寻觅出名士

渊源，而唐末五代者多为军将出身。 以时代背景看，
前者活跃于名士时代，后者处于武人的时代；以文武

之别看，前者属文，后者尚武。 唐末五代汝颍地区的

所谓“奇士”实际上是蔡（汝南郡）许（颍川郡）军人

群体的一部分。 奇士与蔡许军人牵强附会在一起

虽使出现地理空间错位的“汝颍”回归本原，但奇士

之属性却发生了由文转武的蜕变。

继汉魏之际出现“才策谋略”的奇士后，汝颍地

区能够再次群起“羽翼”之才（蔡许军人群体），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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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不可忽视。 唐后期的淮河上游地区既是战争

多发地带，也是寇盗、江贼等社会边缘势力的聚集

区。 追溯既往，在南北朝对峙时期，汝南、颍川等郡

所处的“中间地带”，长期是“荒人” “亡命” “蛮”等
社会边缘势力活动的重要场域。 这种地域社会环境

俨然不具备“文”之属性，无法培育出类似汉魏时的

名士型奇士，反倒适宜“武”人的成长。 安史之乱末

期，河北平卢军人能够成功入主淮西镇（治蔡州），
进而割据一方、与中央分庭抗礼 ３０ 余年，与此地域

的社会基础有不可忽视之关联。 在平定淮西镇割据

后不久，蔡州军人被并入忠武军（治许州）。 蔡州

上蔡人（一说许州人）秦宗权正是凭借忠武军起家，
以蔡州为叛乱中心，在唐末一度不可一世于中原，乃
为朝廷巨患。 秦氏之乱败，大批蔡许军人南下，在唐

末五代南方割据战争中继续扮演“羽翼”之才的角

色，如上文例举之周庠、张虔裕、綦毋谏等人。

四、余语

“汝颍多奇士”“汝颍固多奇士”“汝颍自古多奇

士”等，常见于宋代以后的文献，其中又以方志（不
限于汝颍地区）最为集中。 这类记载一般与其时

代、其地域已无直接关联，大多都是后世对前世层累

地传承下来的追溯记忆，不能以之来说明当时、当地

的社会情态。 实际上，早在南宋绍兴二十七年

（１１５７），道州州学教授郭份在彰扬周敦颐的《道州

进士题名记》一文中，批评过这种现象：“然世之士

大夫类以地望论人物，汝颍多奇士、山东多相家，盖
泥纸上语。”在多数情况下，不论是靠口口相传还

是赖文本传世的这一类地域性文化符号，更适合将

其作为地方记忆或历史典故来界定。
有史以来，中国文化的地区性、时代性差异显

著，具体到某一地域社会文化之荣枯兴衰，实属常

见。 汝颍奇士之蜕变仅是其中一例。 宋人罗大经在

《鹤林玉露》书中已由物及人地指出这一点：“余闻

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巨竹头。 由是言

之，古固产竹矣。”“盖非特物然也，巴邛、闽峤，夙号

荒陋，而汉唐以来，渐产人才，至本朝益盛。 古称山

西出将，山东出相。 又曰汝颍多奇士，燕赵多佳人，
其说拘矣。”“物产不常”多由自然因素所致，一地

区人才（将、相、奇士、佳人等）之兴废则多受政治、
经济、战争等因素影响。 汝颍奇士的出现频率、蜕变

因由等都能从中找到线索。

综上所述，在汉魏之际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可追

溯出汉末名士渊源的汝颍奇士主要以“才策谋略”
著称于世。 由于汉末以后该地区长期陷入战乱，曾
经显要的政治、文化地位迅速衰落，汝颍士人不可避

免地走向凋零。 西晋以后，依然可见的汝颍奇士，一
般都是追忆或附会前者，二者迥然有别，如在西晋、
隋及唐前期、北宋的统一时代，或是出现汝颍的空间

“错位”，或是奇士之内涵转向“清德”品行、文艺才

华等。 唐末五代乱世的汝颍奇士虽已回归到最初的

地理空间，但奇士之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秦宗

权逆乱及此后，大批汝南、颍川军人登上割据战争的

历史舞台，其中偶能出谋划策者被冠以汝颍奇士之

称。 蔡州等地自魏晋以后在文化上长期边缘化，且
浸淫犷戾尚武之风俗，难以再具备滋养东汉名士

（奇士）的土壤。 胡三省所谓之汝颍奇士是奇士一

词泛指滥用的结果。 从汉魏到唐宋之际的汝颍奇

士，唯一未变的是出自颍川者一直多于汝南者。
北宋定都开封，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在东汉以后

再次重合于中原，汝颍地区在其辐射之下出现文化

复苏迹象，一度是文人汇聚之地。 好景不长，随着宋

室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远中原而去。
日趋没落的汝颍地区，无论是和平抑或动乱时期，即
使是变异的汝颍奇士也少见于史册。 见载于其他地

区方志等文献的汝颍奇士，无非是对先前时代汝颍

地区社会文化符号的记忆或复述，几无实际内涵。
当然，也可见其带来的绵延影响力。 汝颍奇士蜕变

背后折射出的地域社会变迁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①例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在杂述“郡书”时言：“汝颍奇士，江汉英

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 “周斐《汝南先

贤》”，“此之谓郡书者也”。 见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杂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第 ２７４ 页。 郡书难免有“矜其州里，夸其

氏族”之嫌，但其基本功能还是在于记郡国乡邦先贤、耆旧节行人物

及文化、风俗民情，实为一方之人物志。 又如明代赵时春《送韩府长

史乔水致仕新野序》在赞誉河南之地时有言：“汝淮之滨，晋魏奇士

之所由集也。 地势雄拔而山水秀杰，故其产多君子。”见赵时春《赵

浚谷诗集六卷文集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８７ 册《集部·别集

类》，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６１ 页。 关于燕赵奇士的相关问题，笔者

拟另撰文论述。 ②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认为是具有出众政治才能的名士；张永刚《汉晋之际的颍

川奇士》（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 年，第 ７—８ 页）认为胡

宝国的界定“不太确切”，主张用“谋略出众的士人”来界定；王春芳

《汝颍士人及其在东汉末年的流向》（李修松主编：《淮河流域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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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黄山书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４８８ 页）认为“奇士”是一个与常士相

对的概念，“必须拔奇取异”；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 （书海出版

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２６—３２８ 页）认为奇士本指古时通达之士大夫，而曹

操部属的“奇士型士大夫”本不以学术取胜，异在奇节奇策冠天下，
皆非传统士大夫，其节在大，其策在远，固非俗儒所解；张宪光《“汝
颍奇士”那些事儿》 （《书城》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

出，汉魏之际的“奇士”是指在乱世中“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善于治

国用兵的杰出人士，与守成之儒生有异。 张宪光文虽非学术论文，其
解读却颇有可取之处。 本文在第二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汝颍奇

士”内涵的蜕变）对这些观点做出回应。 ③东汉汝南郡政区的主体

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驻马店和安徽省阜阳两地，约与唐代汝南

郡（蔡州）和汝阴郡（颍州）相当。 西晋时，汝阴郡（治今安徽省阜阳

市）始别置。 史籍所见汉魏汝南士人籍贯大部分属于今河南省，其
中被称为奇士者亦属之。 又，汝南郡治所一直在今驻马店境内。 若

以此为据，则汉魏汝南郡文化重心之空间范围应主要位于今河南省

境内。 ④隋炀帝《敕责窦威崔祖睿》引晋武帝语云：“江东之有吴会，
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见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

○二《著书下》引《隋大业拾遗》，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年，第 ２７１０ 页。 类

似称道汝颍人物之记载甚多。 汉魏时期汝南、颍川二郡之文化重心

地位，详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６６—６９、１１４—１１６、１３３—１３４ 页。 ⑤《辞源》 （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年，第 ７８８ 页。 ⑥蒋济：《万机论·用奇》，严可均校辑：《全上古

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三三，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年，第
１２３９ 页。 ⑦班固：《汉书》卷五一《邹阳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２３５３ 页。 ⑧袁宏：《后汉纪校注》卷一八《顺帝纪上》，周天游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９５ 页。 ⑨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

名士》，《历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 ⑩范晔：《后汉书》卷六七《范滂

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２０３ 页。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
上之上《德行第一》，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６
页。 冯琦：《宗伯集》 （万历刻本）卷九《送都谏李君之河南参藩

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十五册），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影

印本，第 １４７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年，第
２１７３—２１７４、８３４７ 页。 刘祁：《归潜志》卷一三，崔文印点校，中华

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４４ 页。 刘蓉《汉魏名士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６—２６ 页）认为汝南、颍川、南阳三郡在东汉形成了一个更高

一级的地域文化区———汝颍南阳文化圈。 笔者认为称之以“政治文

化圈”更为恰当。 勝村哲也《後漢におけろ知識人の地方差と自

律性》围绕孔融该文就汝颍士人在汉末的转向问题有过集中讨论，
见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國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

化》，东海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０ 年，第 ７９—９６ 页。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

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则指出，士大夫之地域分化，为当时士之内在分

化之一重要层面。 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６２ 页。 若据《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所载，汝南、颍
川二地一直未属于同一文化区。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
１９６４ 年，第 ２６、４６２ 页。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年，第
２６２ 页。 又可见范晔《后汉书》卷七○《荀彧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
第 ２２８４—２２８５ 页）之说：“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
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

等，皆称其举。”刘劭：《人物志》卷上《流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 ８４８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７６６ 页。 分见刘劭《人

物志》卷上《流业》、卷中《材能》、卷中《接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 ８４８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７６６、７７１、７７３ 页。 牟

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 （《文史哲》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认识到这一点：“党锢事件之后的汉末魏晋之际，士林的主角渐渐换

成魏晋名士，政治的主角则是其中的有权谋者，因为刚刚过去的历史

以鲜血昭示：政治、军事斗争不同于清议，不能‘口舌’，权谋和策略

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汉魏之际谋略之士辈出的历史背景。”更早有

陈启云《颍川荀氏家族》（《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

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７ 年，第 ７５—８８ 页）一书，以荀氏为中心

指出党锢事件之后士人的三个活动去向，其一是结交地方豪强，并因

此卷入政治旋涡，直至投靠曹操。 按，据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

论》（上海书店，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１８ 页注释②，陈启云类似之说初见于

１９６４ 年。 王春芳：《汝颍士人及其在东汉末年的流向》，李修松主

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黄山书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４８８—４８９ 页。
李磊《六朝士风研究》 （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５ 页）在上揭胡

宝国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当时士大夫普遍转向重视谋略，是汉末

三国士人历史风貌的重要特征之一。 关于汉晋之际名士风貌转变的

研究成果甚多，但多着眼于向魏晋名士风范之转变。 房

玄龄：《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１８９２、１４０６—１４０７、１３９２、１８５０、
３０００ 页。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分析曹操任用很多颍川

大姓、名士的原因为：“与荀彧的推荐有关，同时也因颍川恰巧是新

都所在。”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３ 页。
认为汝南士人在政治上衰落的命运来自曹操的镇压的观点亦属多

见。 关于汉末汝南、颍川二郡士人不同政治取向的研究成果甚多，兹
不赘举。 上田早苗：《贵族官僚制度的形成———清官的由来及其

特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２６ 页。 分见刘劭《人物志》卷上《流
业》、卷中《利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８４８ 册，台湾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７６６、７７２ 页。 世有治乱，人有常奇，各有所需。 从

统治者需求角度而言，治世多是守成之常士，该时期所谓之奇士，不
可再以“善谋略”等特质为衡量标准。 魏晋时期奇士的“清德”转向，
或可由魏、晋治国理念的转变窥其一端。 晋武帝禅代后，标榜以孝治

天下，贯彻儒家礼教德治。 见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六

章《论晋武帝的治国之策》，岳麓书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２４ 页。 其他类

似例子还有，陈寿《三国志》卷三七《蜀书·庞统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年，第 ９５３ 页）：“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 方欲

清风俗，长道业”；李延寿《南史》卷一九“论曰”（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
第 ５４６ 页）：“谢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景恒、景仁以德素传美，景
懋、景先以节义流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

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９２ 页。 同样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有颍

川庾道，《魏书》卷七一《江悦之传》第 １５９２ 页载：“时有颍川庾道者，
亦与道迁俱入国，虽不参谋，亦为奇士。 历览史传，善草隶书，轻财重

义。”据此可知，即使没有善谋略（参谋）之举，能够“历览史传，善草

隶书，轻财重义”，也会被誉为奇士。 故而，庾道这位“汝颍奇士”更
适合被称为“汝颍名士”或“汝颍贤士”。 范晔《后汉书》卷六三

《李固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０８０ 页）载其上疏之言：“气之清

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 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
上田早苗认为李固所言“清”即是“贤”，相关分析见《贵族官僚制度

的形成———清官的由来及其特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

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１ 页。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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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北村一仁撰有多篇论文讨论到南北朝时期该地区的社会环境

和文化生态，主要有：《“荒人”試論———南北朝前期の国境地域》，
《東洋史苑》６０、６１ 号，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６５—２８４ 页；《南北朝期国境地域

形成過程及びその実態》，《東洋史苑》６３ 号，第 ７６—１１９ 页；《论南北

朝时期的“亡命”———以社会史侧面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

料》第 ２２ 辑，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９０—２０８ 页；《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同姓集

团的动向和其历史意义》，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

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６１—２９４ 页；《南
北朝期“渊薮”の地域的分布とその空间的特徴》，《东洋史苑》７０、７１
号，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４６—１８３ 页；《南北朝後期潁川地区の人々と社会：
石刻史料を手掛かりとして》，《龙谷史坛》 １２９，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５—８１
页；《南北朝时期的汝南悬瓠———以“城豪”胡氏的动向为中心》，《魏
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２７ 辑，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３—１６９ 页。 此前，陈
金凤等人的论著亦有所涉及。 后世追忆之说常见，如元人袁桷等

撰《延祐四明志》卷一有言：“先生言未既，公子起而称曰，郑圃泽多

贤，卫多君子，鲁东海多卿相，汝颍多奇士。” 《宋元方志丛刊》 （第六

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年影印本，第 ６１５０ 页。 分见《全隋文补遗》卷
四《姬威墓志》、卷五《陈叔明墓志》，韩理洲辑校编年，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４８、３２２ 页。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３６７ 页。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５２６ 页。 苏辙：《栾城集》（上）卷四《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

颍州留西湖久之作诗献欧阳公》，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８４—８５ 页。 脱脱：《宋史》卷三○二《王臻传》，中
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０００９ 页。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一《少府

监致仕王君墓志铭》，王同策等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９３５ 页。
同治《颍上县志》卷九《人物》，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影印本，第 ４７９
页。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８２
页。 关于北宋蔡州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

化》，第 １６２、２１７ 页。 马永卿：《嬾真子》卷五《擅入御苑》，“丛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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